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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下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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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创新驱动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作用机理,利用 2005—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
(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创新驱动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环
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着基于创新驱动的双门槛效应,创新驱动处于不同的区间范围时,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 因此,应当重视创新驱动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
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通过合理配置固定资产、加大教育投入、引导财政支出投向、提
高审外资准入门槛、引进先进技术等方式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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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要形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力,重点、难点和出路均在制造业[1]。 目前我
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亟须转型升级。 长江
经济带沿线聚集了我国 44%的工业总量,是我国的
制造业基地。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的成功与否直
接影响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环境约束和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是制造业转型的重要瓶颈[2]。 2015 年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将绿色发展与创新
驱动作为了基本方针[1]。 制造业中高能耗、高污染
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最大,是污染排放最严重的
产业[3]。 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指导下,环境规制的制
定对制造业转型有着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依靠
传统要素驱动进行发展的红利消失,《长江经济带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 [4]要求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研究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具体措施。 因此,
在创新驱动不同的发展阶段,环境规制[5]能否推动

制造业转型,是目前政府和学术界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的关系研究中,现有
文献主要存在 3 种观点:①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转
型[6]。 这一过程中,环境规制的强度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只有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促进
产业转型,并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效果

增强[7]。 ②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的“合
力效应”尚不明显[8],环境规制抑制了制造业的转
型[9]。 ③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不
是单纯的促进或抑制,会受到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影
响[10]。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
关系的意见尚未达成一致。 在考虑创新驱动对环境
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关系的影响研究中,原毅军等[11]

运用 GMM估计法检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及绿色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Yuan 等[12]研

究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技术创新与制造
业转型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 从创新驱动在环境
规制与制造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来看,汪小国
等[13]将技术创新定为中介变量,通过建立系统
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结果表明创新驱动会影响环
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的关系。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认为:①现有研究主要
探讨了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和制造业转型两两之间
的关系,鲜有学者针对不同创新驱动水平下环境规
制与制造业转型的关系进行研究。 ②在研究对象
上,目前鲜有针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 ③在研究方
法上,已有文献多采用系统 GMM 模型对三者关系
进行分析,但该方法只能得出环境规制在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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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转型影响存在差异。
为了甄别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不同水平时对制

造业转型影响系数的可能差异,本文选用面板门槛
模型寻找创新驱动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影响系

数的门槛值,研究不同创新驱动水平下,环境规制能
否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这一问题,为落
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现制
造业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1　 机理分析

在创新驱动影响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的
关系存在不确定性。 创新驱动如何在环境规制与制
造业转型间发挥中介效应,取决于“成本说”与“补
偿说”的博弈结果。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完美竞争市场的“成本说”,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社会福利与生产成本产生相

悖的冲击效应[14]。 环境规制增强使制造业企业付
出了额外的治污环保成本。 一方面,若企业保持原
有的生产模式,则需要缴纳排污费等由于污染负外
部性带来的惩罚。 另一方面,短期内企业缺乏升级
工艺所需的资本,倾向于通过购买排放权等末端
治理手段转移污染排放,以此响应环境规制政策。
企业没有充足的预留资本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额

外成本,倾向于挤占创新投入维持企业运营,生产
工艺革新停滞不前,此时环境规制没有达到淘汰
落后产能、实现传统产业更新换代的目的,不利于
制造业转型。

以“波特假说”为主导的“补偿说” [15]认为,环
境规制限制企业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倒逼企
业通过创新驱动改善研发条件、增加研发投入、引进
先进设备,实现末端治理到源头治理的转变。 创新
驱动使生产成本的规模递减效应发挥作用,促进了
制造业内部的合理分工,改善了生产工艺,淘汰了高

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落后产业,实现了企业由资
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创新驱动
成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既减少了制造业的污染又
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对冲了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
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并树立了绿色发展的形
象,提升了企业的社会担当,进一步激励了企业进行
创新驱动,以实现良性循环。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 1　 变量选择
2． 1． 1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转型(Y)。 参考傅元海等[16]的做法,基
于 OECD制造业分类法将制造业分为三类,采用高
端技术制造业产值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产值之比来衡

量制造业的转型。
2． 1． 2　 核心解释变量

a. 环境规制(R)。 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主要
有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标、排污费指标、地区人均
收入水平等。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不能全方位衡量环
境规制强度,本文不予考虑。 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
指标虽较好地衡量了环境规制强度,但从 2011 年起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各行业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量等数据,因此采用排污费作为环境规制的
衡量指标。

b. 创新驱动(D)。 在机理分析中,环境规制主
要对创新投入资本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采用环境
规制和创新驱动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从投
入角度测度创新驱动水平。
2． 1． 3　 控制变量

a. 政府干预(G)。 政府的财政支出导向会影
响制造业的转型,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
值之比衡量。

b. 固定资产(K)。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张
会影响制造业的转型,采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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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衡量。
c. 外商直接投资(F)。 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

业,导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结构的变化。 采用外商
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d. 贸易水平(T)。 进出口货物的供需会影响
产品结构进而影响制造业转型。 根据当年国家外汇
管理局提供的每日汇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当
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采用地区进出口总
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e. 人力资本(L)。 人力资本是提高创新驱动水
平和制造业转型所需的人才。 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
衡量,计算式为

Lit =
eit
Sit

(1)

其中 eit = 6pit + 9jit + 12hit + 16cit
式中:Lit为 i 省第 t 年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eit为地
区受教育年限总量;pit、jit、hit、cit分别为小学、初中、
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Sit为地区 6 岁以
上抽样人口数。
2．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基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得性,选取 2005—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统计数据库,选取的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12 年后更新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保持统
计口径的一致性,参考有关研究[17],选取 20 个细分
行业,对制造业数据进行必要调整。
2． 3　 模型设定
2． 3． 1　 面板模型

为比较创新驱动在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转型中

的作用,首先构建包含创新驱动与环境规制交互项
的面板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情
况。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18],构造如下面板模型
(为缓解异方差对 K取对数):

Yit = β0 + β1R it + β2R itDit + β3G it + β4 lnK it +
β5Lit + β6F it + β7Tit + ηi + μit (2)

式中:β0 为常数;β1 ~ β7 分别为对应各项的回归系

数;η、μit分别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和残差。
2． 3． 2　 面板门槛模型

结合研究目标,参照 Hansen[19]构建的适用于平

衡面板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基于机理分析,在
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过程中,考虑环境规制对长江
经济带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可能受到创新驱动水平的

约束,将创新驱动作为门槛变量,将环境规制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构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的分
段函数来展开剖析。 设定的门槛模型如下:

Yit = φ0 + φ1R itI(D ≤ τ1) +
φ2R itI(τ1 < D ≤τ2) + … +
φnR itI(D > τn) + λ1G + λ2 lnK +
λ3L + λ4F + λ5T + μit (3)

式中:I(·)为示性函数;τn 为第 n 个待估门槛值;
φ0 为个体效应;μit为误差项,且 μit ~ iid(0,σ2)。

3　 实证分析

3． 1　 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针对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结果见

表 1。 所有变量中最大的 VIF值为 5． 46,远小于 10。
因此,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1　 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值

变量 VIF值

R 1． 600 0
D 3． 000 0
G 2． 230 0
lnK 3． 140 0
L 2． 080 0
F 2． 860 0
T 5． 460 0
均值 2． 910 0

3． 2　 数据平稳性检验
数据非平稳会影响建模的质量和分析结果。 为

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选择同质单位根 LLC 检验和异
质单位根 IPS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
果见表 2。 本文选取的变量均为平稳变量,不存在
伪回归问题,可以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 IPS检验

Y - 3． 702 9∗∗∗ - 1． 565 9∗

R - 4． 386 1∗∗∗ - 4． 121 6∗∗∗

D - 4． 517∗∗∗ - 2． 685 4∗∗∗

G - 5． 760 5∗∗∗ - 1． 287 3∗

lnK - 6． 673 5∗∗∗ - 2． 397 9∗∗∗

L - 6． 918 6∗∗∗ - 4． 732 8∗∗∗

F - 5． 189 4∗∗∗ - 1． 326 8∗

T - 5． 264 4∗∗∗ - 2． 446 5∗∗∗

　 　 注: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为存在同质 /异质单位根;备择假设为
不存在单位根;∗∗∗、∗∗、∗分别表示通过 1% 、5% 、10%水平显著
性检验(下同)。

3． 3　 面板回归分析
首先在不考虑创新驱动的中介作用下,探究环

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 使用计量软件 Sta-
ta16． 0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依据表 3 的回归结果分析:环境规制回归系数
在 1%显著水平上为 0． 042 3,即环境规制每增加
1% ,制造业转型将提高 0． 042 3% 。 在不考虑创新
驱动时,只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促进制造业
转型。 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的交互项对制造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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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 t统计量 p值

R 0． 042 3∗∗∗ 31． 355 9 0． 000 0
R·D - 2． 944 1∗∗∗ - 26． 605 2 0． 000 0
T 0． 509 9∗∗∗ 13． 446 1 0． 000 0
G - 1． 345 1∗∗∗ - 32． 351 4 0． 000 0
lnK 0． 340 4∗∗∗ 27． 345 0 0． 000 0
F - 6． 960 6∗∗∗ - 12． 543 3 0． 000 0
L 0． 022 7∗∗∗ 11． 489 9 0． 000 0

样本决定系数 0． 998 9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998 9

产生了负向作用,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的互动效果
阻碍了制造业转型,究其原因可能是环境规制导致
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对创新驱动资本有一定
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制造业的转型。
3． 4　 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估计

面板数据回归是对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和制造

业转型关系的基本分析。 通过机理分析及《中国制
造 2025》的基本方针可知,创新驱动已成为影响环
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构建面
板门槛模型研究创新驱动的门槛效应,探讨在创新
驱动不同水平下,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
型的影响。

使用计量软件 Stata16． 0 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门
槛变量为创新驱动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在

10%和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p 值分别为 0． 07 和
0． 05,而三重门槛的 p 值为 0． 240。 单一门槛和双
重门槛效应显著,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 据此选择
双门槛模型。 门槛效果检验表明:门槛估计值分别
为 0． 011 4 和 0． 026 2。

表 4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面板门槛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估计值 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变量 估计值 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R(D≤0． 011 4) - 0． 063 9∗ 0． 035 1 R′(D′≤0． 007 8) - 0． 001 9∗ 0． 000 6
R(0． 011 4 < D≤0． 026 2) 0． 052 6∗∗ 0． 023 5 R′(0． 007 8 < D′≤0． 026 2) 0． 000 3∗ 0． 000 2

R(0． 026 2 < D) 0． 494 5∗∗ 0． 179 2 R′(0． 026 2 < D′) 0． 003 2∗∗ 0． 000 8
G 3． 587 7 2． 289 0 G′ 0． 564 7 0． 980 8
lnK 0． 228 6∗ 0． 321 4 lnK′ 0． 582 3∗∗ 0． 160 5
L 0． 099 6∗∗ 0． 035 7 L′ 0． 039 1∗∗ 0． 012 9
F - 9． 181 0 10． 735 1 F′ - 0． 030 7 2． 844 9
T - 4． 097 9 0． 956 3 T′ 0． 096 3 0． 223 4

3． 5　 面板门槛模型结果分析
由表 4 可知,创新驱动处于不同水平时,环境规

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当创新驱动
水平低于 0． 0114 时,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之间表
现为显著负相关;当创新驱动水平介于 0． 011 4 和
0． 026 2 时,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转变为显著正相
关;当创新驱动水平高于 0． 026 2 时,环境规制强度
增加对制造业转型的正向推动作用增强。 系数符号

的变化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依赖于
创新驱动水平。

当创新驱动处于“慢车道”时,“成本说”作用大
于“补偿说”作用。 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被迫增加
治污费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挤占研发投入、弥补额
外成本、维持生产活动,制造业内部结构没有改变,
不利于制造业转型。 当创新驱动越过第一门槛,处
于“正常车道”时,“成本说”作用小于“补偿说”作
用。 此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创新驱动引进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摒弃传统生产工艺和流程,实现要素的高
效再分配,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促进了制造业转
型。 当创新驱动越过第二门槛,处于“快车道”时,
“补偿说”作用远大于“成本说”。 由于企业已利用
创新驱动进行自身结构改造、业务转型,实现了规模
报酬递增和竞争力的提升。 因此企业将持续提高对
创新驱动的关注,利用创新驱动应对环境规制。 本
文采用地区污染物治理投资替代排污费,作为衡量
环境规制的新变量以用于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在
系数符号上并没有发生偏转,结果依然表明环境规
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驱动的双门

槛效应。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固定资产投资和人

力资本投入对制造业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固定
资产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可以引导行业发展,支持制
造业转型;人力资本的投入既有助于传统制造直接
向智能制造转型,又由于高质量人才的绿色发展意
识普遍较高,对制造业污染的接受程度低,间接促进
了制造业转型。 政府干预对制造业转型有促进作
用,但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合
理,生产要素存在错配或效率低下的问题。 外商直
接投资和贸易水平对制造业转型有抑制作用,但不
显著。 这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合理、流
域贸易水平差异所导致的。 中下游流域的外商直接
投资数量与质量均占优势,贸易水平高。 上游流域
由于起步较晚,贸易水平低,容易吸收高污染、高能
耗行业,成为国外企业的环境避难所。 同时上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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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安于现状,转型动力
不足。

为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各流域创新驱动在环

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影响中介效应中的区域差异,
测算得出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 2005—2016
年创新驱动水平分别为 0． 0010、0． 0121 和 0． 021 2。
三流域创新驱动水平均没有越过第二门槛,中下游
位于一二门槛之间,上游地区未达第一门槛值。 这
表明,中下游地区借助较为优越的地理优势以及长
江三角洲优惠政策的倾斜,创新驱动的动力较强,已
经实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良性促进。 上游地
区由于资源分配不均,用于创新驱动的资本本来就
较少,加之环境规制的实施,迫使企业挪用创新资本
弥补排污带来的惩罚,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存在
负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a. 在不考虑创新驱动的门槛效应时,环境规制

对制造业转型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
的交互项对制造业转型有消极作用。 环境规制对制
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创新驱动水平的双门槛效应,
即环境规制会依赖于创新驱动水平的高低而对制造

业转型产生不同的影响。 当创新驱动处于“慢车
道”时,环境规制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创
新驱动处于“正常车道”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
制造业转型有促进作用;创新驱动处于“快车道”
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b. 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与制造业转
型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
和贸易水平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其中,政府
干预对其影响为正,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水平对其
影响为负。

c. 通过测算长江经济带三流域的创新驱动水
平可知,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创新驱动处于“正常车
道”,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转型;上游地区的创新驱
动处于“慢车道”,环境规制抑制制造业转型。
4． 2　 建议

a. 重视创新驱动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为制
造业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一方面,政府可以
对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与财政补贴,激励企业通过创新驱动推出兼具商业
价值和环境价值的新产品,实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
转型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附
加税的方式,倒逼企业主动进行绿色生产研发与清
洁技术创新,从生产流程和污染治理两个方面注入创

新力量,通过智能制造实现绿色发展与制造业转型。
b. 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 政府

应当评估各流域制造业发展阶段与污染特征、创新
驱动能力与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力度的环境
规制。 上游流域创新驱动水平较低,传统制造业占
比较大,环境规制不宜过度严苛。 可倾向于以激励
创新驱动为主,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支持与补
贴,帮助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环境规制对
制造业转型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下游流域,可通过
增收排污费等方式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同时完善环
境规制体系,动态调整环境规制策略,增强环境规制
对中下游制造业转型的促进作用。

c.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这类促进制
造业转型的因素,通过合理分配固定资产、加大教育
投入、在企业内设立博士工作站等方式维持两者对
区域制造业转型的促进作用。 对于政府干预、外商
直接投资与贸易水平这类制约制造业转型的因素,
应当通过适当改变予以破除。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
持等干预手段协助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与技术创新,
实现政府干预对制造业转型的显著促进。 对于外商
直接投资和贸易水平,一方面,提高外商准入门槛,
限制技术含量低、污染物排放量高的产业转移;另一
方面,引进绿色能源与先进技术,加强与外商的技术
合作,从两方面共同促进区域制造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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